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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货币评估法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中的应用

王朋薇，钟林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摘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是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的基础。 以往研究采用多种方法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评估，但是至今

还未形成得到一致认可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方法。 协商货币评估法（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ＤＭＶ）将协商方法

和陈述偏好法相结合，成为一种正在探索使用的新的货币评估法。 分析了 ＤＭＶ 的研究背景，并从 ＤＭＶ 的独特适用性、ＤＭＶ 在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中的应用、ＤＭＶ 获得价值的性质 ３ 个方面总结了 ＤＭＶ 的主要研究内容，在此基础上阐述了 ＤＭＶ 面临

的挑战，并提出了 ＤＭＶ 在中国生态系统价值评估应用中的启示，以期能够为 ＤＭＶ 在中国的应用及推广提供借鉴，为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评估探索更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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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的生产生活依赖于地球生态系统，包括食物、社会关系或者精神

财富，人类福祉与生态系统服务关系密切［１］。 长期以来，生态系统服务被看作是取之不尽的免费公共服务，
导致地球上很多重要生态系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长期以往，将会严重威胁很多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生物多

样性以及生态服务的必要供给［２⁃３］。 因此，客观准确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成为生态系统资产化管理、生态

补偿、生态服务有偿使用等政策实施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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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生态系统服务固有的“免费性”和“非市场性”，导致很难对其进行量化和货币化评价，至今还没有

较为成熟的生态系统价值评估方法。 通过引出人们支付意愿（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Ｐａｙ， ＷＴＰ）的陈述偏好法在国内

外得到了广泛地应用［４⁃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但是，由于陈述偏好法建立于虚拟市场之上，存在信息偏差、
抗议性偏差、策略偏差等各种问题，使其有效性受到了广泛地质疑。 针对陈述偏好法存在的问题，一些学者使

用协商货币评估法（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ＤＭＶ），即将协商方法（如公民陪审团、焦点会议等）与陈

述偏好法相结合来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８⁃１３］。
国内关于 ＤＭＶ 的研究较少，仅见于将 ＤＭＶ 尝试性地用于评估达赉湖自然保护区的资源价值［１４⁃１５］。 国

外关于 ＤＭＶ 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中的应用以案例研究居多［９，１１⁃１２］，而 ＤＭＶ 的综述类文章相对较少。 集

中于如下几例：Ｓｐａｓｈ 总结了 ＤＭＶ 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价值多元性、价值不可比性、社会公平等［１６］；
Ｂｕｎｓｅ 通过回顾相关文献，分析并总结了协商对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作用，并提出了 ＤＭＶ 存在的问

题［１７］；Ｌｏ 和 Ｓｐａｓｈ 回顾了 ＤＭＶ 文献，将 ＤＭＶ 分为偏好节约化和偏好道德化两种方法［１８］。 本文分析了 ＤＭＶ
的研究背景和研究内容，在此基础上阐述了 ＤＭＶ 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 ＤＭＶ 在中国生态系统价值评估应用

中的启示，以期能够为 ＤＭＶ 在中国的应用及推广提供借鉴，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探索更有效的评估方法。

１　 研究背景

１．１　 生态系统服务的货币评估

随着人们对生态系统服务的稀缺性和重要性认识的不断增强，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货币化评估逐渐成为研究焦点之一［１９］。 Ｋｒｕｔｉｌｌａ 提出了总体经济价值（ Ｔｏ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ａｌｕｅ，ＴＥＶ） 框

架［２０］，此框架认为生态系统服务总体经济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２１⁃２２］。 使用价值包括直接使用价

值和间接使用价值，非使用价值包括遗赠价值、存在价值和选择价值［２３］。
目前，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主要有 ３ 种方法：间接市场评估，揭示偏好法和陈述偏好法［２４］。 间接市场

评估主要是通过观察个体的相关市场行为获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主要包括以价格为基础的市场（主要用于

在市场上出售的供给服务）、以成本为基础的市场（通过人工方法提供同样的生态系统服务所发生的成本）和
生产功能（生态系统对于收入或者生产力提高的贡献）；揭示偏好法主要是在与生态系统服务相关的现存市

场中观察个体选择，主要包括旅行成本法和享乐定价法［２５］；陈述偏好法是在虚拟市场情境下通过问卷询问个

体对某环境物品改变的支付意愿（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Ｐａｙ， ＷＴＰ）或者受偿意愿（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Ａｃｃｅｐｔ，ＷＴＡ），主要

包括条件价值法（提供被评估物品的一种属性变化）和选择实验法（提供被评估物品的几种可选择的属性变

化） ［２６⁃２８］。
间接市场评估和揭示偏好法只能获得 ＴＥＶ 的部分价值，陈述偏好法能够引出包括非使用价值在内的全

部价值。 但是，陈述偏好法受到了环境经济领域学者广泛的质疑和批判，批判原因主要包括被调查者偏好还

未形成，嵌入偏差的存在，信息缺乏或时间太短导致被调查者不能做出如此复杂的选择等［２９⁃３４］。 对其更加根

本性的批判包括生态系统内在价值的多元性，不同价值的不可比性，难以解释社会公平，对于下一代的忽

视等［３５⁃４２］。
１．２　 协商方法在环境决策中的使用

协商方法是基于民主协商理论，该理论认为公众参与与公民平等是合法政治决策和自治的核心［４３］。 因

资源环境物品具有公共属性，政策机构在做出某个决策之前应该进行公开协商讨论［９］。 协商方法不仅会增

加决策的合法性，而且也会使被调查者将自己置身于更长期的或更以社会为中心的位置［４４］。
为了增加公众在决策中的参与性，各领域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协商方法，比如公民陪审团、小组访谈等。

公民陪审团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美国和德国发展起来，逐渐成为公民参与决策的主要方法之一，其目的是公众

能够参与讨论重要社会问题，从而形成更长期的、更有效、更公平的决策［４５⁃４６］。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学者们将公民陪审团等协商方法用于解决人类认知障碍、社会公平等一系列问题［４７⁃４８］。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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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ｇｕｉｒｅ 等将协商方法用于濒危物种保护和管理政策的制定［４９］。 Ｇｒｅｇｏｒｙ 等将利益相关者对土地价值的协商

讨论结果作为新政策制定的基础［５０］。 Ｓｃｈｋａｄｅ 将协商结果作为环境调控经费支出的基础［５１］。 Ｂｕｒｇｅｓｓ 等提

出在社会和市场研究中使用小组访谈［５２］。 公民陪审团、小组访谈等协商方法在环境以及各类决策中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５３⁃５５］。
１．３　 协商货币评估

鉴于协商在环境决策中的重要作用以及陈述偏好法在环境物品评估中存在的诸多缺点，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Ｂｒｏｗｎ 等提出将协商方法与陈述偏好法相结合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５６］，Ｓｐａｓｈ 将这种方法命名为“协商

货币评估（ＤＭＶ）” ［１６］。 而后 ＤＭＶ 逐渐得到了地理学、经济学、生态学、应用心理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的关

注［３５，３８］，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 ＤＭＶ 进行界定并展开实践研究。 本文不考虑 ＤＭＶ 被赋予何种标签，而将协

商方法和陈述偏好法结合起来的任何尝试都看作是 ＤＭＶ。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首次在环境资源货币评估中加入了协商因素，并提出了市场摊位法。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和 Ｌｉｅｎｈｏｏｐ 研

究中的市场摊位法每组包括 １０ 个左右的被调查者，被调查者参加两次会议，会议内容包括向被调查者提供被

评估物品的相关信息，详细解释评估背景和支付手段，最后被调查者以匿名、保密的方式写下各自 ＷＴＰ。 两

次会议间隔一周，在间隔的一周中，请被调查者通过记笔记的方式记录对于被评估物品的疑惑、想法和行为的

变化过程，从而使被调查者能够持续地关注被评估物品，通过深入讨论和较长的时间间隔为被调查者提供更

多的思考时间以及重新表达 ＷＴＰ 的机会［５７⁃５８］。
除市场摊位法外，各研究还采用公民陪审团、小组访谈等多种形式将协商加入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货币

评估中，协商讨论过程也各有不同［５４，５７］。 总体来说，正是协商因素的加入使得 ＤＭＶ 与诸如陈述偏好法等传

统的货币评估法具有明显的区别。

２　 研究内容

２．１　 ＤＭＶ 的独特适用性

由于陈述性偏好法各种偏差的存在，学者们开始将 ＤＭＶ 用于各种非市场物品的评估中，并将二者的评

估结果进行对比，结果表明 ＤＭＶ 可以使被调查者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并能够给予被调查者更多的考虑

时间和讨论协商机会，加深了被调查者对于被评估物品的理解程度，有利于被调查者形成更加理性的偏好，从
而提高了评估结果的有效性［１４⁃１５，５７⁃５９］。 Ｓｐａｓｈ 认为 ＤＭＶ 是评估资源环境价值的一种新理论，能更有效地评估

复杂的、被调查者不熟悉环境物品价值［１６］。 Ｓｚａｂó 的研究表明 ＤＭＶ 可以减少被调查者的抗议性支付，从而提

高评估结果的有效性［６０⁃６２］。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 ＤＭＶ 的作用不仅局限于获得被评估物品的货币价值。 因生态系统属于公共物品，协

商讨论可以使被调查者在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考虑社会公平的需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本质上应该

通过协商讨论形成一致的道德决策，而不仅仅获得其货币价值［４１］。 科学合理的价值评估并不是个体价值的

集聚，而是被调查者通过小组协商讨论，总结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什么样的决策最合理、收益最大［４３］。 这样的

协商讨论能使被调查者充分地考虑下一代权利、社会公平、价值多元性等问题，而陈述性偏好法往往会忽略这

些价值［４４］。
２．２　 ＤＭＶ 在生态系统价值评估中的应用

ＤＭＶ 被广泛用于评估与生物多样性和栖息地保护相关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改变［６３⁃６４］。 与调控服务相

比，ＤＭＶ 更多地用于生态系统供给和文化服务价值评估，表明 ＤＭＶ 对于复杂和不熟悉的生态系统服务更具

适用性［８，６５］。
科学合理的协商讨论过程的构建对于开展公平和公开的讨论至关重要，成为很多文献关注的焦点。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请被调查者参加两次协商讨论会议，Ｌｉｅｎｈｏｏｐ 在第二次会议采用电话调查的形式［５７，６１，６６］。 每次会

议后，通过条件价值法或者选择实验法引出被调查者 ＷＴＰ ［５７，６３］。 在大多数 ＤＭＶ 研究中，小组会议不会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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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长时间，一般短于公民陪审团的 ２⁃ ３ 天［６７⁃６８］。 Ｂｌａｍｅｙ 以公民陪审团为模型设计了 ＤＭＶ 协商讨论过程，时
间从几小时到几天不等，协商过程包括向证人进行提问、相互讨论等环节［４２］。 Ｗｉｌｓｏｎ 认为协商讨论应该达成

一致性决定，但如何达成一致性决定一直存在争议［４１］。 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投票来达成一致［５６］，但 Ｗａｒｄ 认

为不应该将一致性作为评估的主要目标，意见不一致更有可能为决策者提供更加有价值的信息［４６］。
针对 ＤＭＶ 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各研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改进策略和方法。 Ｖöｌｋｅｒ 认为协商前被调查

者的偏好情况会影响小组协商讨论是否深入和充分，协商前被调查者偏好差异性越强，协商讨论会更加激烈

和深入，也较容易获得更全面的信息［６９］。 Ｖａｒｇａｓ 认为由于被调查者社会经济背景和协商能力差异较大，从而

导致被调查者不能够平等地分享信息和表达各自的观点［７０］。 Ｄｉｅｔｚ 使用了“匿名小组技术”来减少小组协商

中经常出现的不平等交流问题，请每位被调查者写下影响其决策的重要因素，然后在小组会议中讨论［６５］，从
而给予每位被调查者同样的关注，保证了信息共享。 Ｋｅｎｔｅｒ 等认为在小组协商讨论中不仅应关注被调查者之

间信息的分享，同时应该注重挖掘被调查者的先验价值，先验价值显著影响被调查者支付意愿的表达，可以通

过“先验价值罗盘”、“讲故事”、“看视频”等方式挖掘被调查者的先验价值［７１⁃７３］。 Ｌｉｅｎｈｏｏｐ 等在 ＤＭＶ 的应用

中更多地考虑了其政策指导性作用，研究表明在协商讨论过程中是否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的观点是其能否发

挥政策指导作用的关键因素之一［２８，７４］。 Ｋｅｎｔｅｒ 在总结协商影响因素和价值形成过程的基础上提出了协商价

值形成模型，并提出在价值评估中关注当地社会生态因素的重要性［７５］。 Ｂａｒｔｋｏｗｓｋｉ 以古典福利经济学和协商

民主理论为基础，尝试性地提出和总结了 ＤＭＶ 的理论基础［７６］。
２．３　 ＤＭＶ 获得价值的性质

ＤＭＶ 获得价值的性质是否与福利经济理论假设相一致还存在争议。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认为 ＤＭＶ 与传统的陈述

偏好法一致，都是通过询问每个个体愿意支付多少来获得其最大 ＷＴＰ，这与福利经济学框架一致［５７］。
然而，诸多文献认为以福利经济理论作为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的理论基础是错误的。 ＤＭＶ 所获得的价值

性质并不是个体最大 ＷＴＰ，其价值性质与福利经济理论框架相冲突，而且该理论也不能解释以社会为总体并

能够代表生态系统收益的公平货币价值，更不能体现价值的多元性。 Ｓｐａｓｈ 认为 ＤＭＶ 所获得的价值是基于

道德考虑的慈善贡献，即考虑是否值得去做，而不是个体从中能获得什么［１６］。 Ｄｉｅｔｚ 认为协商促使被调查者

在表达 ＷＴＰ 时充当了政策分析者的角色，这个角色使其关注的是公共价值而不是个体价值，并且更加关注边

际成本和收益以及实施的可行性和效率性［６５］。 Ｓｚａｂó 通过询问个体应该支付的“公平价格”来引出被评估环

境物品的价值［６０］。 Ｋｅｎｔｅｒ 比较了“小组公平价格”与个体 ＷＴＰ 的区别并探究了原因，结果表明“小组公平价

格”远低于个体 ＷＴＰ，这种降低是源于被调查者对于被评估物品更加批判性的审视［７１］。 Ｅｄｗａｒｄ 等认为 ＤＭＶ
获得的价值应该是共享价值而不是个体价值，并比较了共享价值、多元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异同，认为共享价值

是未来的研究方向［７７⁃７８］。
ＤＭＶ 所获得价值的性质仍具有较大的争议，今后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明确 ＤＭＶ 所获得价值的性质及理论

基础。

３　 ＤＭＶ 面临的挑战

总体来说，ＤＭＶ 是一种有潜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方法，尤其对于评估复杂和不熟悉的生态系统

服务具有较大优势，但 ＤＭＶ 在应用过程中同样面临很多挑战。
３．１　 需要较大样本量

为了给决策者提供有意义的政策参考，需要获得精确的评估结果，而精确评估结果的获得很大程度上受

到样本量的影响。 但是，陪审团或小组会议等协商方式用时较长，且每组规模较小，成本很高［７９］。 因此，此方

法可能只能用于较小地区范围的评估。 对于较大区域、国内甚至全球范围，ＤＭＶ 在应用中会出现样本的代表

性与被调查者很难深入讨论这样的矛盾。
３．２　 缺乏理论基础

ＤＭＶ 所产生的货币价值超越了古典经济范例的假设，能更好地考虑社会公平和多元价值等问题。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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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摒弃价值评估的福利经济理论，目前还没有形成得到广泛认可的 ＤＭＶ 引出货币价值的理论基础，这也

是需要持续探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３．３　 避免“假理性偏好”与不合理决策的形成

小组协商讨论可能会被部分被调查者的观点所支配［６５］。 被调查者教育水平、地位、权力等社会经济背景

的不同会导致小组协商中出现两极分化，影响被调查者平等地分享各自的信息，从而会导致“假理性偏好”的
形成，使评估结果产生偏差［５７］。 同时也会使评估过程背离民主协商理论，形成不合理决策。 另外，协商小组

和陪审团可能会受到既得利益者的操控，也可能受到组织者、主持人和证人的影响和干扰［４２］。 因此需要设计

有效的协商过程以减少这些情况的出现，比如去除证人提供的误导性证据、采用“匿名小组技术”等［４２，６５］。
３．４　 与政策如何结合

ＤＭＶ 能否成功实施依赖于如何将评估结果与政策有效的结合。 ＤＭＶ 能够产生比货币价值更多的结果，
这些结果构成了政策建议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０］。 但是，评估结果应该如何应用到政策中仍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Ｏ′Ｎｅｉｌｌ 认为 ＤＭＶ 的使用需与现存的体制机制相适应，从而为政策建议提供更多样化的价值［１０］。 Ｇｏｏｄｉｎ 认

为居民陪审团和其他协商机构往往很难影响政策的制定［８０］。 Ｌｉｅｎｈｏｏｐ 分析了 ＣＶＭ 和 ＤＭＶ 特征，总结了二

者运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的优势和劣势［２８］。
ＤＭＶ 不仅能够促进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进一步理解，而且能够帮助人们形成对共享价值的共同管理意识，

是有一种较有潜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 但是，ＤＭＶ 在理论支撑和实践应用中仍存在一定的问题

和挑战，需要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对 ＤＭＶ 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４　 ＤＭＶ 在中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应用中的启示

在中国生态系统资产化管理、生态补偿、生态服务有偿使用的大背景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成为重要

的研究领域。 陈述偏好法，尤其是条件价值法（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ＶＭ）在生态系统、资源环境、生
态补偿等领域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８１⁃８２］。 但是由于中国民众缺乏参与公共决策的经验，知识水平等限制

条件的存在，导致 ＣＶＭ 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引出民众对生态系统服务的真正 ＷＴＰ，ＣＶＭ 的评估结果存在有

效性和可靠性等问题，急需探索更加有效的生态系统价值评估方法。
ＤＭＶ 在国外已经得到较广泛的应用和推广［６９⁃７３］，在国内已经有学者开始对 ＤＭＶ 进行尝试性地应用，研

究认为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民众的读写能力较差，甚至在某些落后地区还存在大量文盲，而且中国拥有较为

多样的地方语言，尤其在少数民族地区，被调查者与调查者之间语言不通，沟通不畅等问题广泛存在。 被调查

者很难在短时间内理解调查过程中涉及的一些专业问题，因此 ＤＭＶ 可能是解决以上问题的重要途径。 ＤＭＶ
在中国的应用过程中，应关注以下 ３ 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充分调动被调查者参与协商的积极性。 由于中国民众大多比较内敛，应注意发挥协商讨论中主持

人的引导作用，引导民众积极表达自己的想法，但又要避免主持人对被调查者想法的影响。
第二，尽量采用匿名、保密的方式引出被调查者的支付意愿。 与西方国家相比，社会期望可能会对中国民

众支付意愿产生较大的影响，采用匿名、保密的方式更容易获得被调查者真实支付意愿。
第三，研究者在进行评估指标的设计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和生态因素以及利益相关

者的观点，力图引出生态系统服务更多元的价值，加强评估结果的政策指导性。

５　 结语

虽然各类文献在 ＤＭＶ 使用的正确性、范例和方法等方面有较大差异，但是 ＤＭＶ 实施的主要目的一致，
均是为了提高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在复杂的、不熟悉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中，
ＤＭＶ 能够帮助被调查者形成偏好，并考虑了社会公平和价值多元等因素，开创了一个较新的货币价值表达和

阐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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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ＭＶ 是一种有潜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但因 ＤＭＶ 与传统的货币评估法存在交叉，并且考虑

到价值的多元性，ＤＭＶ 在使用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 如何解决这些挑战，使 ＤＭＶ 在中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评估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使其真正成为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有效方法将是未来重要的议题和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　 戴君虎， 王焕炯， 王红丽， 陈春阳．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理论框架与生态补偿实践． 地理科学进展， ２０１２， ３１（７）： ９６３⁃９６９．

［ ２ ］ 　 Ｃａｒｄｉｎａｌｅ Ｂ Ｊ， Ｄｕｆｆｙ Ｊ Ｅ， 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Ａ， Ｈｏｏｐｅｒ Ｄ Ｕ， Ｐｅｒｒｉｎｇｓ Ｃ， Ｖｅｎａｉｌ Ｐ， Ｎａｒｗａｎｉ Ａ， Ｍａｃｅ Ｇ Ｍ， Ｔｉｌｍａｎ Ｄ， Ｗａｒｄｌｅ Ｄ Ａ， Ｋｉｎｚｉｇ Ａ Ｐ， Ｄａｉｌｙ Ｇ

Ｃ， Ｌｏｒｅａｕ Ｍ， Ｇｒａｃｅ Ｊ Ｂ， Ｌａｒｉｇａｕｄｅｒｉｅ Ａ， Ｓｒｉｖａｓｔａｖａ Ｄ Ｓ， Ｎａｅｅｍ Ｓ．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ｏｓ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１２， ４８６（７４０１）： ５９⁃

６７．

［ ３ ］ 　 Ｐｅｒｅｉｒａ Ｈ Ｍ， Ｌｅａｄｌｅｙ Ｐ Ｗ， Ｐｒｏｅｎçａ Ｖ， Ａｌｋｅｍａｄｅ Ｒ， Ｓｃｈａｒｌｅｍａｎｎ Ｊ Ｐ Ｗ，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Ｍａｎｊａｒｒéｓ Ｊ Ｆ， Ａｒａúｊｏ Ｍ Ｂ， Ｂａｌｖａｎｅｒａ Ｐ， Ｂｉｇｇｓ Ｒ，

Ｃｈｅｕｎｇ Ｗ Ｗ Ｌ， Ｃｈｉｎｉ Ｌ， Ｃｏｏｐｅｒ Ｈ Ｄ， Ｇｉｌｍａｎ Ｅ Ｌ， Ｇｕéｎｅｔｔｅ Ｓ， Ｈｕｒｔｔ Ｇ Ｃ，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 Ｈ Ｐ， Ｍａｃｅ Ｇ Ｍ， Ｏｂｅｒｄｏｒｆｆ Ｔ， Ｒｅｖｅｎｇａ Ｃ，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ｓ

Ｐ， Ｓｃｈｏｌｅｓ Ｒ Ｊ， Ｓｕｍａｉｌａ Ｕ Ｒ， Ｗａｌｐｏｌｅ Ｍ．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０， ３３０（６０１０）： １４９６⁃１５０１．

［ ４ ］ 　 敖长林， 周领， 焦扬， 王世雪． 初始投标值数量和样本容量对双边界二分式 ＣＶＭ 的影响．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６， ３６（３）： ８５４⁃８６２．

［ ５ ］ 　 肖建红， 于庆东， 张运磊， 刘娟， 管建世． 基于 ＣＶＭ 的旅游相关资源价值评估总体范围扩展方法研究． 自然资源学报， ２０１３， ２８（９）：

１６２３⁃１６３６．

［ ６ ］ 　 周颖， 周清波， 周旭英， 甘寿文， 杨雪萍． 意愿价值评估法应用于农业生态补偿研究进展．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５， ３５（２４）： ７９５５⁃７９６４．

［ ７ ］ 　 Ｒａｔｈｎａｙａｋｅ Ｒ Ｍ Ｗ．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ｊｏ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ｌｅｐｈａｎｔ ｗａｔｃｈ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Ｍｉｎｎｅｒｉｙ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ｉｎ Ｓｒｉ Ｌａｎｋａ：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ＣＶＭ．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２０１６， １８： ２６⁃３３．

［ ８ ］ 　 Ａａｎｅｓｅｎ Ｍ，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Ｃ， Ｃｚａｊｋｏｗｓｋｉ Ｍ， Ｆａｌｋ⁃Ｐｅｔｅｒｓｅｎ Ｊ， Ｈａｎｌｅｙ Ｎ， Ｎａｖｒｕｄ Ｓ．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ｐａｙ ｆｏｒ ｕｎ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ｃｏｌ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ｒａｌ ｉｎ Ｎｏｒｗａ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５， １１２： ５３⁃６７．

［ ９ ］ 　 Ｊａｃｏｂｓ Ｍ．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 ／ Ｆｏｓｔｅｒ Ｊ， ｅｄ． Ｖａｌｕ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９７： ２１１⁃２３１．

［１０］ 　 Ｏ′Ｎｅｉｌｌ Ｊ， Ｓｐａｓｈ Ｃ 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２０００， ９（４）： ５２１⁃５３６．

［１１］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 Ｇ， Ｂａｔｅｍａｎ Ｉ， Ｍｏｕｒａｔｏ Ｓ． Ｒｅｃｅｎｔ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２， ２８（１）： ２２⁃４７．

［１２］ 　 Ｂａｌｄｅｒａｓ Ｔｏｒｒｅｓ Ａ，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Ｄ Ｃ， Ｓｋｕｔｓｃｈ Ｍ， Ｌｏｖｅｔｔ Ｊ Ｃ．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ｂｙ Ｍｅｘｉｃａ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Ｇｕａｄａｌａｊａｒａ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ａ Ｐｒｉｍａｖｅｒａ ｂｉｏｓｐｈｅ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３， １３（３）： ６６１⁃６８０．

［１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ｅ Ｍ， Ｆａｚｅｙ Ｉ， Ｃｏｏｐｅｒ Ｒ， Ｈｙｄｅ Ｔ， Ｋｅｎｔｅｒ Ｊ Ｏ． Ａ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ｎｏｎ⁃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ｆｏｒ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２， ８３： ６７⁃７８．

［１４］ 　 王朋薇， 钟林生， 梅荣， 艾凤巍． 审议货币评估法和条件价值法的比较和应用———以达赉湖自然保护区为例． 旅游科学， ２０１６， ３０（６）：

１２⁃２１， ５３⁃５３．

［１５］ 　 王朋薇， 韩丽荣， 周睿， 梅荣， 艾凤巍， 钟林生． 协商式 ＣＶＭ 在资源非使用价值评估中的应用研究———以内蒙古达赉湖自然保护区为

例． 资源科学， ２０１７， ３９（５）： ９０２⁃９１０．

［１６］ 　 Ｓｐａｓｈ Ｃ Ｌ．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Ｌ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８， ８４（３）： ４６９⁃４８８．

［１７］ 　 Ｂｕｎｓｅ Ｌ， Ｒｅｎｄｏｎ Ｏ， Ｌｕｑｕｅ Ｓ． Ｗｈａｔ ｃａｎ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ｂｒ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２０１５， １４： ８８⁃９７．

［１８］ 　 Ｌｏ Ａ Ｙ， Ｓｐａｓｈ Ｃ Ｌ．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ａ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ｐｌｕｒ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ｓ， ２０１３， ２７（４）： ７６８⁃７８９．

［１９］ 　 Ｈｅｉｎ Ｌ， ｖａｎ Ｋｏｐｐｅｎ Ｋ， ｄｅ Ｇｒｏｏｔ Ｒ Ｓ， ｖａｎ Ｉｅｒｌａｎｄ Ｅ Ｃ．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ｃａｌｅｓ，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６， ５７（２）： ２０９⁃２２８．

［２０］ 　 Ｋｒｕｔｉｌｌａ Ｊ Ｖ．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６７， ５７（４）： ７７７⁃７８６．

［２１］ 　 Ｐｅａｒｃｅ Ｄ Ｗ， Ｔｕｒｎｅｒ Ｒ Ｋ．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ｒ Ｗｈｅａｔｓｈｅａｆ， １９９０．

［２２］ 　 Ｈａｎｌｅｙ Ｎ， Ｓｈｏｇｒｅｎ Ｊ， Ｗｈｉｔｅ Ｂ．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１９９７．

［２３］ 　 Ｋｏｌｓｔａｄ Ｃ 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ｎｄ ｅ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４００⁃４００．

［２４］ 　 Ｆａｒｂｅｒ Ｓ Ｃ，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Ｒ， Ｗｉｌｓｏｎ Ｍ 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ｆｏｒ ｖａｌｕｉｎｇ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２， ４１（３）： ３７５⁃

３９２．

［２５］ 　 Ｐａｓｃｕａｌ Ｕ， Ｍｕｒａｄｉａｎ Ｒ．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ｖａｌｕｉｎｇ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 Ｋｕｍａｒ Ｐ， ｅ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ａｎ， ２０１０： １８３⁃２５６．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２６］　 Ｂａｔｅｍａｎ Ｉ Ｊ， Ｃａｒｓｏｎ Ｒ Ｔ， Ｄａｙ Ｂ， Ｈａｎｅｍａｎｎ Ｍ， Ｈａｎｌｅｙ Ｎ， Ｈｅｔｔ Ｔ， Ｊｏｎｅｓ⁃Ｌｅｅ Ｍ， Ｌｏｏｍｅｓ Ｇ， Ｍｏｕｒａｔｏ Ｓ， ｚｄｅｍｉｒｏｇｌｕ Ｅ， Ｐｅａｒｃｅ Ｄ， Ｓｕｇｄｅｎ Ｒ，

Ｓｗａｎｓｏｎ Ｊ．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ｅｄ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 Ｍａｎｕａｌ． 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 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２００２： ７８⁃７８．

［２７］ 　 Ｈａｎｌｅｙ Ｎ， Ｓｈｏｇｒｅｎ Ｊ Ｆ， Ｗｈｉｔｅ Ｂ．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２ｎｄ ｅ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０７．

［２８］ 　 Ｌｉｅｎｈｏｏｐ Ｎ， Ｂａｒｔｋｏｗｓｋｉ Ｂ， Ｈａｎｓｊüｒｇｅｎｓ Ｂ． Ｉｎｆｏｒｍｉｎｇ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５， ５４： ５２２⁃５３２．

［２９］ 　 Ｓｐａｎｇｅｎｂｅｒｇ Ｊ Ｈ， Ｓｅｔｔｅｌｅ Ｊ． 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 ｉｎｃｏｒｒｅｃｔ？ Ｍｏｎｅｔ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２０１０， ７（３）： ３２７⁃３３７．

［３０］ 　 Ｋａｈｎｅｍａｎ Ｄ， Ｋｎｅｔｓｃｈ Ｊ Ｌ． Ｖａｌｕ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ｔｈｅ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ｏｆ ｍｏｒａｌ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９９２，

２２（１）： ５７⁃７０．

［３１］ 　 Ｈａｎｌｅｙ Ｎ， Ｓｈｏｇｒｅｎ Ｊ Ｆ． Ｉｓ ｃｏｓｔ⁃ｂｅｎｅｆｉ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ｏｍａｌｙ⁃ｐｒｏ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５， ３２（１）： １３⁃２４．

［３２］ 　 Ｈｏｅｈｎ Ｊ Ｐ， Ｒａｎｄａｌｌ Ａ．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ｊｕｒｙ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ｖａｌｕｅ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２， ２４（１ ／ ２）： １３⁃３１．

［３３］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 Ｊ Ｃ， Ｂｌｏｍｑｕｉｓｔ Ｇ Ｃ．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ｒ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ｏｄｓ．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９１， ２７（１０）： ２５２３⁃２５３１．

［３４］ 　 Ｗｈｉｔｔ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Ｓｍｉｔｈ Ｖ Ｋ， Ｏｋｏｒａｆｏｒ Ａ， Ｏｋｏｒｅ Ａ， Ｌｉｕ Ｊ Ｌ， ＭｃＰｈａｉｌ Ａ． Ｇｉｖｉｎｇ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ｔｉｍｅ ｔｏ ｔｈｉｎｋ ｉｎ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９９２， ２２（３）： ２０５⁃２２５．

［３５］ 　 Ｃｌａｒｋ Ｊ， Ｂｕｒｇｅｓｓ Ｊ，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Ｃ Ｍ． “ Ｉ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ｉｓ ｍｏｎｅ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０， ３３（１）： ４５⁃６２．

［３６］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Ａｌｉｅｒ Ｊ， Ｍｕｎｄａ Ｇ， Ｏ′Ｎｅｉｌｌ Ｊ． Ｗｅａｋ 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ｓ ａ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９８， ２６

（３）： ２７７⁃２８６．

［３７］ 　 Ｓｐａｓｈ Ｃ Ｌ． Ｎ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ｖａｌｕｅ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ａｔ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ｐａｙ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Ｌ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６， ８２（４）： ６０２⁃６２２．

［３８］ 　 Ｓａｇｏｆｆ Ｍ．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ａｌｕ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ａ ｌｏｏｋ ｂｅｙｏ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９８， ２４

（２ ／ ３）： ２１３⁃２３０．

［３９］ 　 Ｖａｔｎ Ａ． 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９， ６８（８ ／ ９）： ２２０７⁃２２１５．

［４０］ 　 Ｓｐａｓｈ Ｃ Ｌ． Ｈｏｗ ｍｕｃｈ ｉｓ ｔｈａ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ｗｉｎｄｏｗ？ Ｔｈｅ ｏｎ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ｅ ｔｒａｉ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２００８， １７（２）： ２５９⁃２８４．

［４１］ 　 Ｗｉｌｓｏｎ Ｍ Ａ， Ｈｏｗａｒｔｈ Ｒ Ｂ．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ｂａｓｅｄ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ｆａｉｒ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ｇｒｏｕｐ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２， ４１（３）： ４３１⁃４４３．

［４２］ 　 Ｂｌａｍｅｙ Ｒ Ｋ， Ｊａｍｅｓ Ｒ Ｆ， Ｓｍｉｔｈ Ｒ， Ｎｉｅｍｅｙｅｒ Ｓ．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Ｊｕ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Ｃａｎｂｅｒｒａ：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０．

［４３］ 　 Ｂｏｈｍａｎ Ｊ．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ｉｎｇ ｏｆ ａｇｅ ｏｆ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１９９８， ６（４）： ４００⁃４２５．

［４４］ 　 Ｗａｒｄ Ｈ， Ｎｏｒｖａｌ Ａ， Ｌａｎｄｍａｎ Ｔ， Ｐｒｅｔｔｙ Ｊ． Ｏｐｅ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ｊｕ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３， ５１（２）： ２８２⁃２９９．

［４５］ 　 Ｎｉｅｍｅｙｅｒ Ｓ， Ｓｐａｓｈ Ｃ 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ｓｙｎｔｈｅｓｅｓ：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２００１， １９（４）： ５６７⁃５８５．

［４６］ 　 Ｗａｒｄ Ｈ．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ｊｕ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１９９９， ８（２）： ７５⁃９６．

［４７］ 　 ＭｃＤａｎｉｅｌｓ Ｔ 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ｌｏｓｓ ａ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ｒ ａｕｔｏ ｓａｆｅ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１９９２， ５（２）： １８７⁃２００．

［４８］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Ｒ， Ｓｌｏｖｉｃ Ｐ． 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９７， ２１（３）： １７５⁃１８１．

［４９］ 　 Ｍａｇｕｉｒｅ Ｌ Ａ， Ｓｅｒｖｈｅｅｎ 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ｉｎ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ｉｚｚｌｙ ｂｅａ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２， ６（３）： ４２６⁃４３４．

［５０］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Ｒ， Ｋｅｅｎｅｙ Ｒ Ｌ．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 ｖａｌｕ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９４， ４０（８）： １０３５⁃１０４８．

［５１］ 　 Ｓｃｈｋａｄｅ Ｄ Ａ， Ｐａｙｎｅ Ｊ Ｗ． Ｈｏｗ ｐｅｏｐｌｅ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 ｖｅｒｂａｌ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ｐａｙ ｆｏｒ 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９９４， ２６（１）： ８８⁃１０９．

［５２］ 　 Ｂｕｒｇｅｓｓ Ｊ， Ｌｉｍｂ Ｍ，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Ｃ Ｍ．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ｇｒｏｕｐｓ： １．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 １９８８， ２０（３）： ３０９⁃３２６．

［５３］ 　 Ｄｏｕａｉ Ａ．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ｗｅａｌｔｈ．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２００９， １８（３）： ２５７⁃２８４．

［５４］ 　 Ｌｏ Ａ 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ｔｈｅ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２０１１， ２９（６）： ９５８⁃９７４．

［５５］ 　 Ｐｈｅｌｐｓ Ｊ， Ｄｅｒｍａｗａｎ Ａ， Ｇａｒｍｅｎｄｉａ 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ｐｏｌｉｃｙ：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７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７， ４３： １５⁃２５．

［５６］ 　 Ｂｒｏｗｎ Ｔ Ｃ，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Ｇ Ｌ， Ｔｏｎｎ Ｂ 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ｊｕｒｙ ｔｏ ａｉ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Ｌ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９５， ７１（２）： ２５０⁃２６０．

７　 １５ 期 　 　 　 王朋薇　 等：协商货币评估法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中的应用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５７］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Ｄ Ｃ， Ｐｈｉｌｉｐ Ｌ， Ｈａｎｌｅｙ Ｎ， Ａｌｖａｒｅｚ⁃Ｆａｒｉｚｏ Ｂ． Ｖａｌｕ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ｗｉｌｄ ｇｏｏｓ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 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２， ４３（１）： ４９⁃５９．

［５８］ 　 Ｌｉｅｎｈｏｏｐ Ｎ，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Ｄ． Ｖａｌｕｉｎｇ ｗｉｌｄｅｒｎｅｓｓ ｉｎ Ｉｃｅｌａｎ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ＴＡ ａｎｄ ＷＴＰ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ａｌ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０７， ２４（１）： ２８９⁃２９５．

［５９］ 　 Ｓｐａｓｈ Ｃ Ｌ．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 ＤＭＶ）：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ｔｏ ｖａｌｕ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７， ６３（４）： ６９０⁃６９９．

［６０］ 　 Ｓｚａｂó Ｚ．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ｂｙ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１， ７２： ３７⁃４４．

［６１］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Ｄ， Ｈａｎｌｅｙ Ｎ， Ｌｉｅｎｈｏｏｐ Ｎ．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ｉｎｇ ｏｒ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ｅｎｇ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６， ６０（１）：

２９９⁃３０７．

［６２］ 　 Ｌｉｅｎｈｏｏｐ Ｎ，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Ｄ Ｃ．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ｇｒｏｕｐ⁃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２００７， １６（２）： ２０９⁃２３２．

［６３］ 　 Áｌｖａｒｅｚ⁃Ｆａｒｉｚｏ Ｂ， Ｈａｎｌｅｙ 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ｖａｌｕｉｎｇ ｎｏｎ⁃ｍａｒｋｅｔ ｂｅｎｅfiｔｓ：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ｊｕ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ｏｉｃｅ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Ｌ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６， ８２（３）： ４６５⁃４７８．

［６４］ 　 Áｌｖａｒｅｚ⁃Ｆａｒｉｚｏ Ｂ， Ｈａｎｌｅｙ Ｎ， Ｂａｒｂｅｒáｎ Ｒ， Ｌáｚａｒｏ Ａ． Ｃｈｏｉｃ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ａｌｌ”：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７， ６０（４）： ７４３⁃７５１．

［６５］ 　 Ｄｉｅｔｚ Ｔ， Ｓｔｅｒｎ Ｐ Ｃ， Ｄａｎ Ａ． Ｈｏｗ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ｓｔａｔｅｄ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ｐａｙ ｆｏｒ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９， ８５（２）： ３２９⁃３４７．

［６６］ 　 Ｌｉｅｎｈｏｏｐ Ｎ， Ｆｉｓｃｈｅｒ Ａ． Ｃａｎ ｙｏｕ ｂｅ ｂｏｔｈ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９， ５２（４）： ５１９⁃５３４．

［６７］ 　 Ｃｏｏｔｅ Ａ， Ｌｅｎａｇｈａｎ Ｊ．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Ｊｕｒｉｅ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９７．

［６８］ 　 Ａｌｄｒｅｄ Ｊ， Ｊａｃｏｂｓ Ｍ．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ａｎ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ｌｙ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ｊｕｒ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０， ３４（２）： ２１７⁃２３２．

［６９］ 　 Ｖöｌｋｅｒ Ｍ， Ｌｉｅｎｈｏｏｐ Ｎ．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６， １２３： ５７⁃６７．

［７０］ 　 Ｖａｒｇａｓ Ａ， Ｌｏ Ａ Ｙ， Ｒｏｈｄｅ Ｎ， Ｈｏｗｅｓ Ｍ．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ｍａｌｌ⁃ｇｒｏｕｐ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ｌｏｍｂｉ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６， １２９： １０４⁃１１１．

［７１］ 　 Ｋｅｎｔｅｒ Ｊ Ｏ， Ｊｏｂｓｔｖｏｇｔ Ｎ， Ｗａｔｓｏｎ Ｖ， Ｉｒｖｉｎｅ Ｋ 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ｅ Ｍ， Ｂｒｙｃｅ 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ｂａｓｅ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ｎ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ｏｒｙｔｅｌｌｉｎｇ．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２０１６， ２１： ２７０⁃２９０．

［７２］ 　 Ｏｒｃｈａｒｄ⁃Ｗｅｂｂ Ｊ， Ｋｅｎｔｅｒ Ｊ Ｏ， Ｂｒｙｃｅ Ｒ， Ｃｈｕｒｃｈ Ａ．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２０１６， ２１： ３０８⁃３１８．

［７３］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Ｃ Ｍ， Ｋｅｎｔｅｒ Ｊ Ｏ．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２０１６， ２１：

２４１⁃２５７．

［７４］ 　 Ｏｊｈａ Ｈ Ｒ， Ｂａｎｊａｄｅ Ｍ Ｒ， Ｓｕｎａｍ Ｒ Ｋ， Ｂｈａｔｔａｒａｉ Ｂ， Ｊａｎａ Ｓ， Ｇｏｕｔａｍ Ｋ Ｒ， Ｄｈｕｎｇａｎａ Ｓ． Ｃａ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Ｎｅｐ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４， ４６： １⁃９．

［７５］ 　 Ｋｅｎｔｅｒ Ｊ Ｏ， Ｒｅｅｄ Ｍ Ｓ， Ｆａｚｅｙ Ｉ． Ｔｈｅ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２０１６， ２１： １９４⁃２０７．

［７６］ 　 Ｂａｒｔｋｏｗｓｋｉ Ｂ， Ｌｉｅｎｈｏｏｐ Ｎ． Ｂｅｙｏｎ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ｎｅｓｓ： ｅｎｒｉ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８， １４３： ９７⁃１０４．

［７７］ 　 Ｅｄｗａｒｄｓ Ｄ Ｍ， Ｃｏｌｌｉｎｓ Ｔ Ｍ， Ｇｏｔｏ Ｒ． Ａｎ ａｒｔｓ⁃ｌｅｄ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ｔｏ ｅｌｉｃｉｔ ｓｈａｒｅｄ， ｐｌ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２０１６， ２１：

３１９⁃３２８．

［７８］ 　 Ｉｒｖｉｎｅ Ｋ Ｎ， Ｏ′Ｂｒｉｅｎ Ｌ， Ｒａｖｅｎｓｃｒｏｆｔ Ｎ， Ｃｏｏｐｅｒ Ｎ， Ｅｖｅｒａｒｄ Ｍ， Ｆａｚｅｙ Ｉ， Ｒｅｅｄ Ｍ Ｓ， Ｋｅｎｔｅｒ Ｊ Ｏ．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２０１６， ２１： １８４⁃１９３．

［７９］ 　 Ｋｅｎｙｏｎ Ｗ， Ｈａｎｌｅｙ Ｎ， Ｎｅｖｉｎ Ｃ．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ｊｕｒｉｅｓ： ａｎ ａｉｄ ｔ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２００１， １９

（４）： ５５７⁃５６６．

［８０］ 　 Ｇｏｏｄｉｎ Ｒ Ｅ， Ｄｒｙｚｅｋ Ｊ Ｓ．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ｔｈｅ ｍａｃｒ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ｕｐｔａｋｅ ｏｆ ｍｉｎｉ⁃ｐｕｂｌｉｃ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０６， ３４（２）： ２１９⁃２４４．

［８１］ 　 王朋薇， 贾竞波． 生态旅游资源非使用价值评估———以达赉湖自然保护区为例．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２， ３２（３）： ９５５⁃９６３．

［８２］ 　 郑伟， 沈程程， 乔明阳， 石洪华． 长岛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维护的条件价值评估．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４， ３４（１）： ８２⁃８７．

８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